
土地集体所有制:均平易 、济困难
———一个特殊村庄案例的一般意义

曹正汉

提要:在当代中国乡村 ,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主要道义目标是为 9 亿农民

提供生存保障。然而 , 由于大多数村庄的人均耕地维持不了一位村民的生
计 ,若要依靠集体土地为村民提供生存保障 , 土地的收益就不能在村民中平
分 , 而应优先用于村庄内部的扶危济困。但是 ,村民是否同意这样做 ,依赖于
村庄领导人是否为村民所信任。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人 , 村民只好放弃对生
存保障的要求 , 转向要求平分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在现行乡村政治
格局中 , 一个村庄要出现这样的领导人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偶然事件。因此 ,
在大多数村庄 ,土地集体所有制只能实现均平目标 , 不能真正保障村民的生
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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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　论

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仅是一种特殊的农业土地经营

制度 ,而且承载着为 9亿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的沉重的道义责任 。① 这

一制度在道义上有两个目标:第一 ,在村庄内部保障每位村民拥有均等

的地权 ,此为“均平目标”;第二 ,以村民个人不能自由处置的集体土地

为村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此为“济困目标” 。这两个目标构成土地集

体所有制的正义基础和道德“合法性” 。尽管从经济效率来看 ,这种土

地制度不利于实现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 , ② 降低了农民对土地进行长

18

①

② 土地资源在所有农户之间(不限于本村范围)达到有效配置 ,是指各农户的土地边际产出

都相等。从逻辑上说 ,无论土地的所有权归谁 ,只要保证土地使用权自由流转 ,都可以实
现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 ,在土地为村庄集体所有的条件下 ,要实现均平目标必定

会降低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 ,因而阻碍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参见钱忠好 , 2003)。

姚洋认为 ,由于农民基本上没有超出家庭的社会保障 ,集体土地作为社会保障的替代物 ,
成为农民最后的生存依靠 ,他称之为“土地型社会保障制度”(姚洋 , 2000)。温铁军也认

为 ,当前集体土地已经成为农民的社会保障基础 ,土地的保障功能远远大于生产功能(温
铁军 ,2005:148 、165)。



期投资的愿望 ,也降低了农民转向工商业和进入城市就业的能力 , ①

因而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但是 ,只要这种制度确实能够实现上述两

个目标 ,这些效率损失就有其意义 ,它是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所付出的

代价 。

然而 ,在我国大多数村庄 ,一个基本事实是人口众多 、土地不足 ,也

就是人均耕地不足以维持一位村民的生计。② 这一基本事实带来了一

个棘手问题:均平目标与济困目标无法同时达到 ,只能选择一个而放弃

另一个。若要实现均平目标 ,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按人口平分土地的

使用权和收益权 ,此时 ,每位村民得到的人均土地并不能保障其基本生

活需要 ,对于那些不能转向非农就业 、或劳动能力弱的村民来说 ,即使

不考虑生病和遭遇意外事故 ,也可能陷入难以自拔的贫困泥潭。但是 ,

若要依靠集体土地为村民提供生存保障 ,就不能将原本不足的土地平

分给村民 ,而应将土地的收益优先用于救济村中贫困者 。因此 ,在村民

不能完全依靠土地维生时 ,集体土地的均平目标与济困目标存在冲突 。

从实现社会公平来说 , “济困”应该优先于“均平” 。这种判断的依

据是 ,在村民有关集体土地的多种公平观念中 ,生存权最具道德说服

力 , “生存权是农民的强武器” ,这种力量常常不表现在人们心悦诚服地

欢迎它 ,而是表现在人们最难否定它(刘世定 ,2003:157;申静 、王汉生 ,

2005)。村民持有的这种公平观念包含着普遍意义:社会应保障每个人

的生存权 ,即每个人都应拥有为生存所必须的一组基本物品 ,同时每个

人也拥有获取基本物品的能力 ,故当一部分社会成员面临生存威胁时 ,

其余成员有道义责任施以援助之手 。③因此 ,当均平目标与济困目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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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罗尔斯定义的“基本物品”(primary goods)包括基本政治权利和基本生活必需品。他认为 ,

要保障每个人在起点上公平 ,就必须保障每个人都拥有这些物品(Rawls , 1982)。 罗尔斯

的观点忽视了人们在利用基本物品的能力上仍有差距 ,因此 ,A.森等提出公平的涵义是
指每个人在基本能力上的平等 ,即每个人不仅拥有一组基本物品 ,而且社会还应保障每

个人都有使用这些物品的能力(capability)(Sen &Williams , 1982).

据 1998年的统计 ,我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约 0.08公顷 ,约折合 1.2亩。即使按南方水田

的产出标准 ,每亩一年出产稻谷不过 1500斤 ,稻谷市场价约为每斤 0.7元 , 1.2亩耕地的
年净产值只有 1000元上下(包括劳动报酬 , 剔除化肥 、农药 、种子 、柴油 、农机等物质消

耗),这点收入维持不了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而且 ,我国人均耕地在地域上差别很大 ,约
有 1 3的省低于 1亩 ,1 3的县低于 0.8亩 ,这两个数据都低于联合国确定的土地对人口

的最低生存保障线(引自温铁军 , 2005:148-149)。

如果土地是农民的私产 ,那些有能力从事工商业的人就可以通过变卖 、入股和抵押贷款

等方式 ,将土地变成金融资产 ,资助他们在农业之外创业或进入城市就业。而在土地为
集体所有的条件下 ,农民没有这种能力。



能兼得时 ,土地集体所有制若要真正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 ,集体土地的

收益应优先用于扶危济困。这意味着 ,集体土地在村庄内部的产权界

定———即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在村民之间的界定① 应以生存权优

先为原则 ,而不应以成员权优先为原则 。②

但是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当前 ,集体土地在村庄内部的产权界定

方式 ,因地权的多面性和地区差异而多种多样 。但是 ,就绝大多数村庄

而言 ,其土地的产权界定是以村民的成员权优先为原则的 ,只有个别村

庄采用了以生存权优先为原则 。无论是土地承包中最普遍的“大稳定 ,

小调整” ,还是较特殊的“生不增 ,死不减” ,或者土地股份制 ,其产权界

定的原则都是优先满足村民的成员权诉求 。当然 ,土地承包经营上的

“大稳定 ,小调整”也包含着对村民生存权的起码关注 ,因为这种方式保

证了新增村民有一份平均规模的土地可供耕作 ,不至于出现无地村民 。

不过 ,我们已经说明 ,这种在成员权优先条件下的关注生存权 ,当人均

土地不足以维持生计时 ,实际上不能为村民提供生存保障。

为什么在绝大多数村庄 ,土地集体所有制只能实现均平目标 ,不能

做到扶危济困呢 ?换句话说 ,如果土地集体所有制要实现济困目标 ,需

要什么样的条件 ?这样的条件在我国大多数村庄是否具备 ?回答这些

问题 ,即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关于大多数村庄在土地的产权界定上没有采用生存权优先原则 ,

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解释是 ,生存权优先原则降低了土地经营的效率 ,成

员权原则有助于提高效率(周其仁 , 2004:12-27)。其实 ,在允许土地

出租经营的条件下 ,这种解释并不可靠。因为将土地出租给村民或村

外之人 ,可以解决土地经营的效率问题 ,其租金又可以集中起来优先救

济有生活困难的村民。③ 所以 ,效率问题并不必然阻止一个村庄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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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如当前一些村庄实行的“两田制” ,少数土地平均分给村民耕作 , 大部分土地由村集体对

外出租 ,可以兼顾生存权优先原则与土地经营的效率。虽然在大多数实行“两田制”的村
庄 ,租金分配没有做到生存权优先 ,大部分租金被村庄行政机构花费了;但是 ,这不能否

定“两田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生存权优先原则 ,又可以解决土地经营的效率问题。

“生存权”是指在村庄内部每位村民都有依靠村庄集体土地维持生计的权利 , “成员权”是
指每位村民都平等地拥有一份集体土地的权利。这两种权利有可能存在冲突 ,但都是土

地集体所有制在道义上赋予村民的基本权利。生存权的实现方式需要集中一部分土地
收益 ,用于救济村庄贫困者 ,有如中国历史上的族田 、义庄。成员权的实现方式有多种 ,

最直接的一种是将土地平分给每位村民耕作和收获 ,并定期或不定期地按人口增减变化
调整土地;此外 ,以广东南海为代表的土地股份制也是成员权的一种实现方式。

在本文中 ,集体土地的产权指对土地拥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使用权和收益权。



地产权界定上采用生存权优先原则 。

本文的观点是 ,土地集体所有制要在村庄内部实现济困目标 ,必须

具备一些严格条件 ,而这些条件在绝大多数村庄却又很难具备。因此 ,

对我国绝大多数村民来说 ,即使他们希望依靠集体土地为自己提供生

存保障 ,也注定是靠不住的。如果上述观点能够成立的话 ,土地集体所

有制的道德“合法性”就大打折扣 ,我们就应反思:如果牺牲经济效率只

能换来均平 ,而不能真正为农民提供生存保障 ,这种代价是否值得?

我们验证上述观点的办法是 ,先通过博弈模型 ,在一般意义上推导

集体土地实现济困目标的必要条件;然后 ,研究一个成功地实现了济困

目标的村庄案例 ,考察我们在逻辑上推导的必要条件是否与村庄经验

相符 ,分析这样的条件能否推广到其他村庄 。如果我们在这个特殊村

庄看到的济困目标的实现条件也是其他村庄实行济困目标的必要条

件 ,却又在绝大多数村庄难以具备 ,我们就论证了上述观点 。

二 、成员权优先 ,还是生存权优先

——— 一个理论假说

在村庄内部 ,以集体土地实现均平目标和济困目标 ,意味着对集体

土地的产权界定采用两种不同原则:成员权优先原则和生存权优先原

则。前一项原则是指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主要按人口均分 ,至

多提取少量的土地收益用于村庄公共事务;后一项原则是指土地的收

益应优先保障村中孤寡老人 、贫困村民 、劳动能力弱的村民之基本生活

需要 ,即保障村中弱者的生存需要 ,如有余 ,再平均分给每位村民 。显

然 ,这两项原则不是完全独立的 ,因为成员权包涵了一定程度的生存保

障;① 却也不完全等同 ,因为当人均耕地不足为生时 ,成员权优先原则

不能为村民提供生存保障 ,此时 ,只有实行生存权优先原则 ,才可能保

障村民的基本生存需要。②

对每一位村民来说 ,是支持生存权优先原则 ,还是支持成员权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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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人均耕地不足为生时 ,生存权优先原则如何为村民提供生存保障 ,后文的崖口村案例

提供了一个例子。

即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地调整土地 ,保障新增人口也有一份平均规模的土地。



原则 ,首先取决于其对未来风险与现期收入的权衡。生存权优先原则

降低了每位村民的生活风险 ,但也相应降低了他在年富力强时期的收

入水平 ,因为他每年都要交出一部分按成员权应得的土地收益 ,以便集

中起来用于救济当年村中的弱者 。反之 ,成员权优先原则提高了每位

村民在年富力强时期的收入水平 ,同时也增加了他的生活风险 ,因为每

位村民只能依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应对风险。我们假定村民具有风

险规避的倾向 ,如斯科特所说 ,农民的选择遵循“安全第一”的原则(斯

科特 , 2001:13-27)。这意味着 ,村民为了降低未来的生活风险 ,愿意

交出适当的土地收入 ,集中用于村民的生存保障。

既然如此 ,为什么大多数村庄实行的是成员权优先原则 ,而不是生

存权优先原则? 其原因在于 ,村民在这两者之间作何选择 ,依赖于一个

重要的前提条件 。由于生存权优先原则需要集中一部分土地收益 ,还

需要甄别谁是村中弱者 ,因而需要一位公共资金托管人 ,由这位托管人

代管和分配集中的公共资金;相反 ,由于成员权优先原则不需要集中土

地收益 ,只需要在平分土地经营权时有一位村庄主事人 ,这位主事人无

需成为公共资金的托管人 。因此 ,村民支持生存权优先原则的前提是 ,

集中的土地收益必须真正用于保障村民的生存安全 ,这就要求村庄主

事人(即村庄领导人)必须是村民充分信赖的资金托管人。为此 ,我们

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在集体土地的产权界定过程中 ,如果村庄领导人是村民所信任的

资金托管人 ,村民愿意选择生存权优先原则;反之 ,如果村庄领导人不

是村民所信任的资金托管人 ,他们将反对采用生存权优先原则 ,支持成

员权优先原则。

用上述假说来推断村庄的选择结果 ,还需要考虑村民能否自由选

择村庄领导人。如果村民能够自由选择村庄领导人 ,而且他们又希望

实行生存权优先原则 ,他们就可以选出一位值得信任的领导人 ,并监督

他(她)实施这一项原则。然而 ,在我国当代乡村政治中 ,村民还不能自

由选择村庄领导人 ,只能接受既定的领导人。① 在此种约束条件之下 ,

我们预期只有个别村庄领导人碰巧也是村民充分信任的资金托管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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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我国当代乡村 ,村庄领导人一般是党支部书记 ,不是村委会主任(村委会主任一般是党
支部副书记)。原则上 ,党支部书记由村中党员选举 ,再由乡镇党委任命;实际上, 乡镇党

委在决定村党支部书记人选上拥有很大权力。



因此 ,我们从上述假说中推断出如下结论:

如果村民可以选择土地的经营方式和土地收益的分配办法 ,但不

能自由选择村庄领导人 ,只能接受既定的领导人 ,那么 ,在集体土地的

产权界定上 ,大多数村庄将采用成员权优先原则 ,只有个别村庄实行生

存权优先原则。

从总体上说 ,上述推断与当前村庄层面的宏观事实相吻合 ,而且能

够解释近 30年村庄内部产权界定原则的演变。在人民公社时期 ,我国

所有村庄(即大队和生产队)在集体土地的收益分配上 ,统一执行中央

政府规定的分配政策 ,这种政策偏向于生存权优先原则。① 然而 ,在人

民公社解体之后 ,大多数村庄放弃了生存权优先原则 ,转向成员权优先

原则 。当然 ,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与公社体制的低效率有关 。但是 ,我

们在上文已指出 ,在村庄可以选择土地经营方式的前提下 ,效率问题不

会阻碍一个村庄继续实行生存权优先原则 。按照上述理论假说 ,1980

年以后 ,大多数村庄放弃生存权优先原则的原因是 ,村民在获得选择土

地经营方式和收益分配办法的权利之后 ,由于不能自由选择村庄领导

人 ,使得大多数领导人得不到村民的充分信任 ,因此只能放弃生存权优

先原则。

上述分析说明 ,我们提出的理论假说能够得到宏观层面的经验支

持。接下来 ,我们将运用博弈模型和村庄案例 ,进一步在微观层面上检

验上述假说。

三 、对假说的逻辑验证———博弈论分析

上述假说能否成立? 我们首先用博弈模型进行逻辑验证。建立博

弈模型的原因是 ,在村庄内部 ,集体土地的产权界定采用何种原则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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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人民公社时期 ,村庄(即大队和生产队)普遍实行工分制 , “工分”是每位村民在年底分
配现金收入的主要依据。不过 ,从土地上产出的实物是按照需要而不是按照工分来分

配 ,如粮食是按照家庭人口来分配的。在张乐天所研究的大队 , 90%的薪柴和 77%的食
用油是按家庭人口分配的。此外 ,搞家庭副业所需的生产投入也是按家庭来分配的。当

时流传一种说法:”粮食靠集体 ,钞票靠自己”(张乐天 , 1998:368)。 所以 ,在年终分红时 ,

可能有一些劳动力不足的家庭分得的现金不够支付粮食款和偿还欠款 ,但他们照样领取
份内的粮食和实物 ,年复一年地向大队和生产队打欠条。虽说这种机制不能从整体上解

决村庄的贫困问题 ,但确实为最贫困的村民提供了生存保障。



不是完全由法律决定 ,也不是纯粹的自发演化之结果 ,而是在村庄领导

人的主持之下 ,村民参与选择的结果 ,故可以看成是村庄领导人与村民

之间的博弈结果 。在博弈模型中 ,生存权优先原则和成员权优先原则

分别对应于两种不同的博弈均衡 。因此 ,我们可以通过寻找不同均衡

发生的条件来验证或否定上述假说。如果我们从博弈模型中推导出

“生存权优先”的均衡条件和“成员权优先”的均衡条件与上述假说中给

出的条件是一致的 ,我们就从逻辑上验证了假说。

(一)博弈的参与人:领导人与村民

在博弈模型中 ,我们首先假设 ,村庄领导人是外生的 ,而且领导人

的产生过程与村民选择土地产权界定原则无关。这就是说 ,村民只能

接受既定的村庄领导人 ,他们不能依据候选人是否值得信任 、是否主张

生存权优先来选择一位领导人 ,然后让这位领导人去推行他们认同的

产权界定原则。这一假定的现实依据是 ,在一般情况下 ,村庄领导人是

村支部书记 ,而不是由村民选举的村委会主任 。村支部书记是由村庄

党员选举产生 ,再由上级党委任命的。在决定支部书记人选上 ,上级党

委具有很大影响力 ,普通村民基本上没有影响能力 。至于村委会主任 ,

虽然要经过村民选举而产生 ,但大多数村庄实行的是所谓交叉任职 ,即

由支部副书记出任村委会主任 ,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支部书记的权威 。

因此 ,在村庄内部决定集体土地的产权界定原则时 ,村支部书记就是当

然的村庄领导人 ,村民只能针对在任支部书记的特征 ,选择对自己有利

的产权界定原则 ,而不能反过来———依据自己认可的产权界定原则 ,选

择实施这一原则的支部书记。

由于村庄领导人是外生的 ,故在博弈过程中 ,领导人的特征也是外

生给定的 。对村民选择集体土地的产权界定原则而言 ,他们所关心的

领导人的特征是廉洁程度与领导能力。廉洁程度无需解释 ,领导能力

是指领导人在村庄公共事务上进行组织 、协调和管理的能力 ,如果缺乏

这种能力 ,即使领导人廉洁奉公 ,也很难筹措 、管理和使用好村庄的公

共资金。我们把村庄领导人的廉洁程度和领导能力合称领导人在村民

心中的“可信程度” 。在村庄内部 ,村民能够充分地知晓领导人的个人

信息 ,因此 ,领导人的“可信程度”是每位村民都知晓的公开信息 。

按照可信程度来划分 ,村庄领导人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的领导人

在村民心中有较高的可信程度 ,我们称之为“高可信程度的领导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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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的领导人在村民心中没有多少可信度 ,我们称之为“低可信程度

的领导人” 。领导人可信程度的高低是影响村民选择产权界定原则的

重要因素 。

我们把村民简化成一种类型 ,即每位村民都面临着生活风险 ,且都

希望规避风险。这意味着 ,在村民认为合算的条件下 ,都愿意放弃一定

的现期收入以获得生存保障。

(二)领导人和村民的策略选择

在集体土地的产权界定过程中 ,面对村民希望解决的生存保障问

题 ,领导人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有所作为” ,一种选择是“不作为” 。

“有所作为”的策略是帮助村民解决生存保障问题 ,也就是主张生存权

优先原则 ,并提出相应的实施方案;“不作为”的策略是不帮助村民解决

生存保障问题 ,按成员权原则一分了事 。我们假设 ,领导人都希望在村

庄事务上有所作为 ,这可以提高他在村民中的威信和自身的成就感 。

因此 ,领导人将优先选择“有所作为”的战略———主张生存权优先原则 ,

只有当他预见到村民不支持他主张的生存权优先原则时 ,他才迫不得

已选择“不作为”的策略。

如果领导人选择的策略是“有所作为”(即主张生存权优先原则),

那么村民的策略有两种 ,一种是“同意” ,一种是“不同意” 。如果村民选

择“同意” ,那么生存权优先原则就构成领导人与村民之间的纳什均衡 ,

集体土地的产权将按这一原则来界定;如果村民选择“不同意” ,那么生

存权优先将被成员权优先所取代 。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 ,村民在何种

条件下将选择“同意” ,在何种条件下将选择“不同意”。

若要村民同意按生存权优先原则来界定集体土地的产权 ,必须满

足这样一个条件:即在村民看来 ,集体土地提供的生存保障 ,在效用上

必须超过所付出的代价。我们用 u记集体土地按生存权优先原则界定

产权时 ,为村民提供的生存保障之效用 。要获得这一项效用 ,需要有相

应投入。一项投入是每位村民都必须贡献出一份土地租金 ,其价值记

为 r ,即 r是原本可以直接分给每位村民的人均土地租金 ,因实行生存

权优先原则 ,现在必须集中在村集体手中 ,用于救济当年村中穷困者 。

另一项投入是村庄领导人的领导能力和廉洁奉公的精神 ,记为 s ,即 s

衡量村庄领导人的“可信程度” 。我们取 0≤s≤1 ,意为领导人的可信

程度越高 , s值越接近于 1;反之 , s值越接近于 0。所以 ,对每个村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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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集体土地提供的生存保障效用 u = u(r , s),且是 r与 s的递增函

数。这是因为 ,能够集中的土地租金 r 越大 ,对村民的生存保障程度也

越高;领导人的可信程度 s越高 ,说明领导人越有能力管理和运用公共

资金 ,越不会侵吞公共资金 ,故由集体土地的租金向村民提供生存保障

也越有效率。在这两种情况下 ,集体土地所提供的生存保障对村民的

效用都随之提高 。

经过上述分析 ,如果领导人选择的策略是主张生存权优先原则 ,村

民的策略选择可以简化为如下决策问题:

将作为投入的人均租金(r)同集体土地提供的生存保障效用 u

(r , s)进行比较 。如果 r > u(r , s),即村民们认为集体土地提供的

生存保障不足以补偿每个人投入的租金 ,在这种情况下 ,村民们将选择

“不同意” ,即要求放弃生存权优先原则 ,把土地租金直接分给每位村

民。反之 ,若 r ≤u(r , s),村民们将选择“同意” ,即同意实行生存权优

先原则。

(三)生存权优先原则构成博弈均衡的条件

根据上述分析 ,在集体土地的产权界定问题上 ,村庄领导人是否主

张生存权优先 ,要看村民如何评价 ,这种评价取决于村民在 r 与u(r ,

s)之间的比较。由于 u(r , s)是 r 和 s 的递增函数 ,因此 , u(r , s)与 r

和 s的关系可以用图 1表示:①

图 1显示 ,集体土地为村民提供的生存保障效用 u(r , s),随村庄

领导人的可信程度增大而提高 ,在图中表现为 u(r , s)曲线随 s增大而

向上移动 。其中 ,村庄领导人的可信程度存在一个临界水平 s 0 ,如果

领导人的可信程度小于 s0 ,则无论 r是多少 ,都有 r>u (r , s)。这意

味着 ,由于领导人的可信程度较低 ,村民不相信领导人能够管理和运用

好公共资金 ,此时 ,集中土地租金为村民提供生存保障 ,在效用上一定

小于投入的租金 r 。只有当村庄领导人的可信程度达到或者超过 s 0 ,

即是村民们认可的“高可信程度的领导人” ,才存在适当的 r值 ,使得 u

(r , s)≥r ,村民也才愿意将适当的土地租金集中起来用于生存保障。②

因此 , s0 是村庄领导人主张生存权优先原则的临界可信度 ,只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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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在图 1中 ,当 s=s 0 ,且 r≤r 0 时 , u(r , s)≥r;当 s>s 0 ,且 r≤r 1 时 , u(r , s)≥r。

假设 u  r>0,  2u  r2<0 ,  u  s>0。



图 1　集体土地提供的生存保障效用

　

这个临界可信度 ,生存权优先原则才能得到村民的支持 ,此时 , r 0 是村

民愿意投入的土地租金上限。

因此 ,在村民与村庄领导人之间的博弈中 ,视领导人的可信程度之

高低而有两个不同均衡。当村庄领导人的可信程度 s≥s0 时 ,而且集

中的土地租金处在图 1所示的适当范围之内(即 r≤r 1 ,或 r≤r0),他

将选择“生存权优先” ,村民将选择“同意” 。这意味着 ,在领导人具有高

可信程度时 ,集体土地的产权界定将实行生存权优先原则 ,济困目标可

以实现 。当村庄领导人的可信程度 s<s0 时 ,他将选择“成员权优先” ,

村民选择“同意” ,此时 ,集体土地的产权界定将以成员权优先为原则 。

上述结论恰好验证了我们提出的假说 ,所以 ,前述假说在逻辑上可

以成立。

四 、一个实行生存权优先的村庄

虽然前述假说在逻辑上可以成立 ,但我们的分析仍有许多有待澄

清的地方 ,比如 ,什么样的领导人才是高可信程度的领导人 ?这样的领

导人在大多数村庄存在吗 ?高可信程度的领导人如何推行生存权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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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回答这些问题 ,仅仅通过抽象的模型很难说清楚 。接下来 ,我们

研究一个实行生存权优先原则的村庄 ,考察这个村庄如何实行生存权

优先原则 ,这个村庄的领导人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一)崖口村土地收益的分配:工分 、口粮 、养老院①

崖口村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东南海滨 ,属中山市南朗镇管辖 。在人

民公社时期 ,崖口村是一个生产大队 ,现为行政村建制 ,下辖八个自然

村 ,自然村之间紧密相连 ,俨然是连为一体的大村庄 。全村现有人口

3000余人 ,劳动力 1500余人 ,土地面积约 36平方公里。与中山市其他

村庄相比 ,崖口村的独特之处在于 ,自 1981年以来 ,该村的集体土地没

有实行家庭承包经营 ,一直由生产队耕作 3000亩稻田 , ② 实行以生存

权优先为原则的“集体生产 ,按劳分配” 。

崖口村的土地经营方式是一种特殊的“两田制” 。按经营方式划

分 ,村庄的全部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稻田 ,面积约 3000亩 ,由生

产队集体耕作;其余的土地(主要是由滩涂围垦的养殖场)面积约

10000亩(2002年的数据),由村庄行政机构出租给商人经营 。崖口村

的“两田制”与其他村庄的“两田制”有一个区别 ,那就是不对外出租的

那部分土地并不平均分给每位村民 ,而是实行集体耕作 。尽管有这一

点差别 ,崖口村的“两田制”仍然具有两个基本作用 。第一 ,它基本上解

决了土地经营的效率问题。虽然生产队耕作稻田的效率不高 ,由于大

部分土地资源实行了出租经营 ,故从总体来看 ,崖口村的土地经营效率

并不低。第二 ,在土地收入分配上有利于实行生存权优先原则 ,我们将

在下文详细论述这一点。

相应于“两田制” ,崖口村每年来自土地的收入也分两块:一块是稻

田收入 ,一块是土地出租收入 。以 2002 年为例 ,当年崖口村各生产队

出产稻谷 384.7万斤 ,按市场价每斤 0.7元折算为 269万元 ,扣除生产

成本 106万元(包括化肥 、农药 、柴油 、种子 、农机 、农业税等 ,不包括劳

动报酬),可用于分给村民的净收入是 163万元 。2002年 ,土地出租收

入约 464万元。两类收入合计为 627万元 ,这是 2002年崖口村集体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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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崖口村现有 13个生产队。

关于崖口村的详细情况 ,参见曹正汉 , 2004。



地的全部净收入 。① 在扣除村庄行政机构和公共事务开支之后 ,这笔

土地收入很难维持 3000多村民的生计。如果将这笔土地收入平均分

给每位村民 ,或者将全部土地平分给村民耕作 ,部分能力较弱的村民将

面临生活困难。

我们现在来看崖口村如何分配这笔土地收入 。崖口村的收入分配

是按四大项进行的 ,分别是生产队出工的劳动报酬 、村民福利 、干部工

资与行政办公费 、村庄公共建设。2002年 ,村庄公共建设支出为 47 万

元 ,包括兴建和维护道路 、排灌设施 、农业基础设施和村庄公共设施等

开支;干部工资与行政办公费约67万元 ,其中 ,干部工资约 56万元 ,办

公费约11万元 。干部工资和办公支出总额较大 ,原因是村庄行政机构

经营事务多 ,管理人员多 ,但每个人的工资水平并不高 , ② 办公支出在

村庄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也不高 。扣除干部工资和办公支出 、村庄公共

建设支出 ,余下 535万元用于支付村民的劳动报酬和村民福利。③

在上述四个分配项目中 ,真正反映崖口村土地收入分配特点的 ,是

生产队出工的劳动报酬和村民福利这两个项目 ,其余两个项目是每一

个村庄都有的 ,支出水平也没有特别之处。以下我们仅叙述村民的劳

动报酬与村民福利。

1.村民的劳动报酬———“按劳分配”

土地收入的大部分是以“按劳分配”方式支付给在生产队和农机站

出工的村民 。2002年 ,此项“按劳分配”总额约为 458万元 ,其中支付给

生产队出工的村民 426万元 ,支付给农机站出工的村民 32万元 。④ 此

处的“劳” ,特指村民在村庄集体干活的劳动量 ,用“工分”来计量 。这意

味着 ,不参加集体劳动的村民 ,不能以按劳分配的方式分享土地收入 。

以下我们以生产队为例 ,说明这种分配方式。

生产队的“按劳分配”有两个关键环节。第一个环节是记工分 ,这

项工作由各个生产队自己负责 。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位记工员 ,负责记

录每位村民在生产队劳动的工分 ,到年底计算出村民当年工分数和生

产队总工分数。第二个环节 ,计算每个生产队的工分值 ,这一项工作由

村庄会计负责。每年底 ,村庄会计核算出每个生产队应从村庄分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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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引自崖口村农业分配表(2002)及崖口村现金收支明细表(2002)。

上述数据引自崖口村农业分配表(2002)及崖口村现金收支明细表(2002)。
2002年 ,崖口村专职干部的工资是每月 1320元。

上述数据引自崖口村现金收支明细表(2002)。



劳动报酬总额。生产队这项收入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生产队把当年生

产的稻谷交给村庄 ,村庄支付的稻谷生产报酬;一是生产队完成村庄安

排的公益劳动 ,村庄支付的公益劳动报酬。在计算出各生产队应得劳

动报酬总额之后 ,将其与当年生产队总工分数相除 ,即为各生产队当年

工分值。

2002年 ,13个生产队生产稻谷 384.7万斤 ,村庄按 1.1元/斤的价

格计算生产队收入 , ① 再扣除村庄垫付的稻谷生产成本 57万元 ,当年

生产队收到稻谷生产报酬为 366万元 。此外 ,2002年生产队完成村庄

安排的公益劳动 ,包括整修道路 、植树造林 、清理垃圾等工作 ,共得公益

劳动报酬 60万元。两项合计 ,2002年生产队应得劳动报酬总额为 426

万元。② 此项报酬在年底支付给各个生产队 。各生产队再根据当年工

分值和每位村民的当年工分数 ,计算每位村民的劳动报酬(见表 1)。

　表 1　 2002 年崖口村各生产队耕地面积 、劳动力和平均收入

项目

队别

耕地面积

(亩)

劳动力

(人)

工分值

(元 10分)

年平均收入

(元 劳动力)

月平均收入

(元 劳动力)

一(1)队 224.65 36 9.59 8671 723

一(2)队 224.65 34 10.44 9600 800

二队 172.4 27 10.70 11256 938

三(1)队 212.8 33 8.20 8160 680

三(2)队 212.8 36 7.86 7466 622

四(1)队 291.5 39 10.60 9451 788

四(2)队 291.5 39 12.55 10353 863

五队 78.6 12 14.31 10819 902

六队 364 60 10.80 8342 695

七队 339.9 54 7.30 8848 737

八(1)队 206.3 41 9.94 8690 724

八(2)队 206.3 44 9.98 8021 688

九队 174.6 21 8.30 8961 747

合计 3000 476 9.64 8946 746

　　资料来源:崖口村农业分配表(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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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引自崖口村农业分配表(2002)。

当年稻谷市场价每斤约 0.7元 ,村庄按每斤 1.1元计算稻谷价款 ,包含了村庄对生产队
劳动的补贴。



　　2.村民福利 ———口粮与养老院

在按劳分配之外 ,崖口村为村民提供的社会福利主要是口粮和养

老院 。2002年 ,这两项支出约 77 万元 , 其中 , 口粮补贴约 57 万元 , ①

养老院(包括村民的困难补助和退休干部补助)约 20万元 。

“口粮”由村庄每年向村民分配 ,粮食来源即是各生产队生产的稻

谷。分粮资格的认定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 ,未成年人(16 岁及以

下)与老人(男 60岁以上 ,女 55岁以上)为非劳动力 ,这些人的分粮资

格以村籍为据 ,只要户口在崖口村 ,均按相应标准分配口粮 。分粮标准

见表 2。

　表 2　 未成年人和老人的分粮标准

年龄(岁) 1-2 3-4 5-6 7-8 9-10 11-12 13-15 16
60岁(女

55岁)以上

口粮(稻谷)

(斤 人·月)
19 22 25 28 30 32 34 36 36

　　资料来源:崖口村档案。

　　第二种情况 ,处在劳动年龄的村民 ,只有在村庄集体就业才有分粮

资格 ,其分粮标准为 64斤稻谷 人·月 。

口粮作为社会福利 ,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村庄向所有未成年人

和老人免费供应口粮;第二 ,处于劳动年龄的村民须交纳少量口粮款 ,

价格为 0.35元/斤 ,这个价格只相当于市场价的一半 。

村民福利的另一个主要项目是村庄设有养老院 ,免费供养全村无

人照料的孤寡老人。目前在老人院生活的老人有 30余人 ,村庄安排专

人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 ,所需经费也是出自集体土地的收入 。

(二)崖口村土地收入分配的基本特征:生存权优先

从表面来看 ,在崖口村土地收益分配上 ,似乎只有口粮和养老院才

是在保障村民的生存需要;其实 ,崖口村的“按劳分配”才是生存权优先

原则的主要实现方式 。这是因为 ,生产队和“按劳分配”为崖口村民提

供了最后的就业保障 ———那些在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的村民可以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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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崖口村没有核算村庄对村民的全部口粮补助总额 ,此处 57万元是笔者根据当年分配的

口粮总数和市场价格匡算得来。



生产队出工 ,实际上发挥了为弱者提供生存保障的功能 。

在崖口村 , “按劳分配”是一种特殊的土地收入分配规则 ,它将每位

村民在生产队所付出的劳动时间 ,同他(她)的土地收益权联系起来 ,一

个人在生产队付出的劳动时间越多 ,他(她)获得的土地收益也越多 。

这种土地收益的分配方式能够达到为弱者提供生存保障的目的 ,有三

个原因 。第一 ,崖口村的 13个生产队都是开放的 ,村行政机构不限制

村民的择业自由 ,村民可以自由进出所属的生产队。如果某位村民在

市场上找到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 ,或者有能力经商办企业 ,他可以离开

生产队;如果有一天他在市场上失业了 ,或者经商失败了 ,他再回到所

属的生产队出工 。所以 ,崖口人把在生产队出工称作“铁饭碗” ,意为一

个人即使在外面混不下去 ,回到生产队仍有一碗饭吃。第二 ,生产队的

工作比较轻松和简单 ,重活和累活大多由拖拉机和收割机来干;且工作

时间较短 ,每年出工约 200天 ,每天平均工作 4个小时 ,适宜由劳动能

力弱的村民和年纪较大的村民承担。第三 ,在生产队出工的收入可以

满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 ,但又明显低于市场工资 ,这一点保证了只有

市场竞争的弱者才愿意留在生产队 ,强者会到市场上赚取更高的收入 。

总之 ,崖口村的“按劳分配”把市场竞争中的强者暂时排除在土地

收益的分配之外 ,却为弱者提供了适宜的工作和生活保障 ,故我们说此

种分配方式体现了生存权优先原则 。

五 、村庄领导人的特征

用“按劳分配”的方式分配土地租金 ,需要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 ,

在村庄内部 ,必须保留一个集体生产部门 ,否则无法安排村民劳动。第

二 ,那些不参加集体劳动的村民必须暂时放弃土地租金的分配资格 。

前一个条件也许容易达到 ,后一个条件则可能有很大争议。以 2002年

为例 ,当年生产队和农机站分配的资金总额是 458万元 ,扣除生产队出

产的稻谷净收入 163万元 ,余额 295万元即是土地资源的出租收入 。

按人口数平均 , 2002年每位崖口村民交给生产队和农机站“按劳分配”

的土地租金将近 1000 元。因此 ,对于那些不参加集体劳动的村民来

说 ,每人都放弃了近 1000元的租金收入 。然而 ,恰恰是这些不参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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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劳动的村民在人数上占多数 ,在生产队出工的村民只占少数 。① 为

什么大多数村民能够接受“按劳分配”呢 ?②

村民能够接受“按劳分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村民面临着市场风

险 ,生产队和“按劳分配”能够帮助他们应对市场风险。但是 ,仅有这一

个原因是不够的 。其他村庄的村民也面临市场风险 ,为什么绝大多数

村庄没有采取类似于崖口村的分配制度呢 ?例如 ,与崖口村毗邻的泮

沙村 ,耕地面积 、人口数与崖口村相近 ,自然条件 、耕作技术 、风俗习惯

更是与崖口村一样 ,但在集体土地的产权界定上 ,就没有实行生存权优

先原则 ,而是实行成员权优先原则 。③ 因此 ,还应该有其他因素在起作

用 ,我们认为 ,这个“其他因素”是村庄领导人 。

崖口村的领导人是党支部书记陆汉满。陆汉满自 1974年起一直

担任崖口村(崖口大队)支部书记 ,迄今已有 30多年 。1981年 ,中山县

推广家庭承包责任制 ,动员各大队和生产队把土地分到各个家庭耕作 。

陆汉满不赞成分田到户 ,提出继续按“集体生产 ,按劳分配”的路子走下

去。陆汉满这样做的理由和村民支持陆汉满的原因 ,都直接与他的思

想观念和道德人格有关。

(一)思想观念

陆汉满对穷人和弱者怀有深深的同情 ,对富人则避而远之。他奉行

的原则是“只帮穷人 ,不帮富人”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只做雪中送炭 ,

不做锦上添花” 。崖口支部副书记谭锦廉这样解释这句话的涵义:

　　陆书记的政策主要是为没有出路和没有能力的穷人提供帮

助。如果你有本事出去赚钱 ,他也不拦你 。如果你没有本事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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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现在 ,泮沙村的耕地面积已大为减少 ,镇政府在泮沙村征用了大量土地建开发区。不过 ,

泮沙村在征地款的分配上 ,依然是实行成员权优先原则。

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大多数村民赞成“按劳分配” 。2001年 4月 ,有几位崖口村民上访请

愿 ,要求查处崖口村主要领导人的经济问题。 镇政府很快派出由 18位成员组成的工作

组进驻崖口 ,展开财务审计与群众调查。审计结果 ,没有发现经济问题。工作组还花了

10天时间到村民家中听取群众意见 ,共走访了 752个家庭 ,占全村总户数的 87%。工作
组到村民家中就问两个问题:1.对崖口的集体化体制有什么意见 ?是否想分田 ?2.对村

干部有什么意见 ? 调查结果表明 ,绝大多数村民没有要求分田 , 他们赞成现行的集体经

营体制(参见曹正汉 , 2004:166-191)。

2002年 ,在各生产队和农机站出工的村民共有 506人 , 暂时离开村集体到外部市场上工

作的村民约 1000人。



留在生产队 ,他愿意帮你找碗饭吃 。(曹正汉 ,2004:134)

陆汉满的“只帮穷人 ,不帮富人” ,包含两个原则:第一是为弱者提

供劳动机会 ,第二是按劳分配 。他认为 ,劳动能力弱的人仅仅依靠自身

的力量很难找到一碗饭吃 ,这就需要将他们组织起来 ,用集体的力量为

这些人提供帮助;但帮助的办法不是把钱直接分给他们 ,而是为他们提

供劳动机会 ,按劳动分享集体收入 ,即按劳分配 。最为陆汉满称道的

是 ,崖口人没有失业风险 。有能耐的可以自己经商办企业 ,有技术的可

以到外面的工厂受聘 ,没有能耐没有技术的人 ,可以留在生产队 。即使

是那些劳动能力最弱的人 ,也还可以由生产队安排放牛 ,每月也有 500

-600元的收入 ,不愁没有饭吃。2000年 ,有位领导同志到崖口 ,问:崖

口的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很高 ,用拖拉机耕田比牛耕效率高 ,为什么还

要养这么多牛? 陆汉满答:

　　有些事情 ,你会觉得我们很傻 ,很保守。这个年代还养这么多

牛? 但是 ,如果取消了耕牛 ,我们崖口村就将有好几十位村民失去

工作机会 ,他们没有牛放 ,没有驶牛工做 ,又做什么呢? 我们现在

所做的 ,是安排愿意就业的人都有工做 ,使他们能够心安理得地通

过劳动获取报酬 ,自食其力。(曹正汉 ,2004:137)

(二)道德人格

陆汉满不但愿意帮助穷人 ,而且能够做到廉洁奉公 ,这在崖口村早

已妇孺皆知。我们举几件崖口村民都熟悉的事情 ,从中可以了解陆汉

满的道德人格在村民心中所产生的影响 。

第一件事情 。陆汉满曾经家庭负担重 ,生活一直很清苦 ,但他安于

清贫 ,不以权谋私 。1991 年 ,儿子志农高中毕业 ,陆汉满的一些老朋

友 ,包括珠海市 、中山市和翠亨镇的一些领导 ,都提出帮志农安排工作 ,

都被陆汉满回绝了。他让志农到陆家生产队(七队)下田干活 ,与村民

一道插秧 、施肥 、扛谷子。志农不理解父亲的用心 ,对父亲耿耿于怀 ,决

心不指望父亲 ,靠自己干一番事情 。他说:

　　91年我在生产队出工挣了 2500元 ,我拿这笔钱买了一只小艇

开始养蚬 ,买艇共需 4500元 ,欠了人家 2000元 。此后 ,我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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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花过家里一分钱。当时 ,蚬场的位置在崖口海滩的外侧。92年

父亲知道了我在养蚬 ,他竭力反对。我不理他 ,也不找他 ,自己干

自己的。91年到 94年 ,我是自己驾小艇捞蚬 ,非常辛苦 ,两只手

裂了很多口子。这段时间我没有挣到多少钱 ,只是自己挣自己的

人工钱 。94年之后 ,蚬场扩大了 ,我才开始赚点钱 。我在崖口什

么事都办不了 ,什么章都盖不了 ,我搞蚬场是找镇和市渔政大队 ,

我向镇和渔政大队办手续 ,向渔政交费 ,合理合法 。

后来 ,这些蚬场陆续被崖口围垦 ,按道理应该补偿给我 ,3 岁

小孩都知道我投了蚬苗 、下了本。别人放了蚬苗 ,村里都给补偿 ,

但父亲就不同意补偿给我。我不愿意毁了我父亲一生的名节 ,不

补偿也就认了 ,连同我的两个搭档也没有补偿 。

94年我不想再在大队出工 ,报考了中山巡警 ,培训了 3个月 ,

觉得没意思 ,又回到崖口养蚬。但父亲认为我没有一份正当的职

业是不好的 ,要我再到大队出工 ,跟满成管围垦 ,一直干到现在 。

其实我真不愿意在大队出工 ,只是父亲要我这样 。我拿大队一份

工钱是受之无愧的 ,大队交待我的事情 ,我做好它 ,做完了大队的

事情 ,我还要管我的蚬场 。现在 ,我的蚬场有一部分在中山地界 ,

一部分在珠海地界 ,我还有二个搭档 ,最近又增加了一个。我的手

机 、摩托都是自己买的 ,我不到大队报销一分钱。

92年地产风时 ,我父亲顶住不卖地 ,人家就找到我 ,让我搞定

我父亲 ,然后给我一亩 5万元的酬谢 。他还告诉我一个方法 ,若我

父亲不同意 ,就装着自杀 。我当时年轻不懂事 ,真这样做。我父亲

坚决不答应 ,我在家里拿绳绕在横梁上要上吊 ,我父亲也拿来一根

绳子 ,他说 ,要死的话 ,我们父子俩一起死! (曹正汉 , 2004:145-

146)

第二件事情 ,陆汉满的工资在村干部中是最低的 。村干部的工资

由基本工资加津贴构成 ,目前定为每人每月 1200元 ,津贴按基本工资

的10%,村干部实际工资每人每月 1320元。陆汉满一直不拿 10%的

津贴 ,每月除了 1200元之外 ,没有其他任何收入 。这一点崖口的干部

群众都是清楚的 。

第三件事情 ,陆汉满很怕占公家的便宜。比如 ,陆汉满从来不陪客

人吃饭。经常有一些客人到崖口来看看 ,上级政府的领导有时也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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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情况 、布置工作 ,还有同崖口村有租赁或合作关系的客商 ,请客吃

饭在崖口村是很平常的事情。来了客人是否要请吃饭 ,一般由陆汉满

开口安排。陆汉满本人不会陪客吃饭 ,他回家自己做饭吃。熟悉的客

人都知道这一规矩 ,遇有不熟悉这一点的客人 ,其他干部也会出面解

释 ,说陆书记从不陪客人吃饭 。陆汉满不但在崖口村是这样 ,就是去镇

上开会 ,也不吃镇政府安排的工作餐。

这些事情能够长期做下来 ,确实不容易 。崖口村民信赖和支持陆

汉满 ,首先是因为他能够做到廉洁奉公。道德的力量是直透人心的 。

正是由于具有很高的道德权威 ,陆汉满才有能力推行生存权优先原则 。

六 、崖口村的特殊性与普遍意义

我们已经在逻辑上推论 ,在村民不能自由选择和充分监督领导人

的条件下 ,一个村庄在集体土地的产权界定上 ,若要实行生存权优先原

则 ,其前提条件是现任领导人必须是为村民充分信赖的资金托管人 。

这样的领导人碰巧在崖口村出现了 ,所以 ,崖口村一直实行着生存权优

先原则。

问题是 ,崖口村的做法能够推广到我国大多数村庄吗 ?不能 。即

使在崖口村 ,也不能保证在陆汉满之后 ,村庄领导人仍然是村民充分信

任的人。其原因在于 ,陆汉满获得村民的信任 ,是依靠他本人的道德约

束 ,不是依靠普遍存在的制度约束 。以现行的村庄政治格局 ,陆汉满在

当上支部书记之后 ,可以不奉行“只帮穷人 ,不帮富人” ,也可以不那么

廉洁 。如果是这样的话 ,崖口村民也就不愿意将土地租金集中由村庄

行政机构进行再分配了。显然 ,要求每一位村庄领导人依靠个人的道

德约束做到廉洁奉公 ,以此获得村民的信任 ,是过于苛刻的要求 。从这

一点来说 ,崖口村实行生存权优先原则 ,是一个带有偶然性的特殊案

例 ,在中国农村没有普遍性。但是 ,这个特殊案例却有助于说明一个一

般化道理:

在当代中国乡村政治中 ,村庄领导人同时也是村民心中高可信程

度的人 ,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因而对村民来说 ,是可遇不可求的。因此 ,

在绝大多数村庄 ,集体土地的产权界定将实行成员权优先原则 ,不会实

行生存权优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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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　论

在当代中国乡村 ,由于大多数村庄的人均耕地维持不了一位村民

的生计 ,因此 ,村民能否依靠集体土地获得基本生存保障 ,依赖于村庄

领导人是否是村民信任的资金托管人 ,且是否有帮助村民解决生存保

障问题的意愿。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人 ,村民只好放弃对生存保障的

要求 ,集体土地的产权界定将采用成员权优先原则 。然而 ,在现行乡村

政治制度中 ,一个村庄要出现这样的领导人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小概率

事件。所以 ,在大多数村庄 ,土地集体所有制只能实现均平目标 ,不能

真正为村民提供生存保障 。

虽然我们验证上述结论用的是一个博弈模型和一个村庄案例 ,在

经验研究上显得单薄 ,但是 ,如果我们将当代村庄的集体土地与历史上

的族田 、义庄相比较 ,我们的结论就显得合情合理 。历史上的族田 、义

庄是族中公产 ,这与现在的集体土地是村庄公产相似。然而 ,族田 、义

庄的收入优先用于族内扶危济困 ,其产权界定具有生存权优先的特征

(李文治 、江太新 ,2000:44-45),这又大异于当代大多数村庄的集体土

地之收入分配。导致这一差别的主要原因是 ,族田 、义庄由族中长老管

理 ,长老是族中年高望重的人 ,一般来说都受到族人信任;而当代村庄

的领导人是村支部书记 ,支部书记不是村庄长老 ,在大多数村庄 ,他们

也不是村民能够信任的资金托管人 。

上述结论动摇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道德基础 ,它迫使我们反思:牺

牲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 、降低农民转向工商业和进入城市就业的能力 、

降低农民在土地上进行长期投资的积极性 ,如果只能换来均平而难以

实现济困 ,这种代价是否值得 ?因为仅以均平为目标的话 ,无需实行土

地集体所有制 ,只需一次性地将土地均分给农民 ,赋予农民自由处置土

地的权利 ,即可基本实现 。虽然后一种实现均平的办法不能保证若干

年后每位农民仍有均等的土地 ,但农民转向非农就业的能力提高了 ,这

将有助于农民和他们的后代无需依靠土地而获得生活来源 。这不正是

大多数农民的出路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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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nt Worker' s Economic Status and Social Attitude in the Transition of

China Li Peilin &Li Wei　1……………………………………………

Abstract:Migrant workers , connoting those who used to be farmers but now have left

rural areas and found jobs in cities , are becoming a new group resulted from economic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This group , contributing a lot to the burgeoning labor

market in China,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peeding up the transition of the country

from a planned to a market economy as well as its modernization drive.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nalysis of a large-scale survey in 2006 , which was conducted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and covered 28 provinces ,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throughout

the country.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ncome status of the migrant workers depends heavily

on education and technical skills they have developed instead of the factor of identity-
based discrimination.It was also found , to everybody' s surprise , that those of less

income and lower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 show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o the society.
This may result in a conclusion that the decisive factor in th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migrant workers is historical logic instead of the economic one.

Easily Equalizing and Hardly Relieving under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Rural

Land:A special village case Cao Zhenghan　18………………………

Abstract: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rural land is morally

aimed at providing survival security for 900 million peasants.Nevertheless , since in most

villages the cultivated land per person could not sustain himself , whether villagers can

obtain basic existence security from collective land depends on whether the village leader

is a dependable capital trustee for villagers , and whether he holds the desire of helping the

villagers deal with their existence security.Without leaders like this , villagers have to give

up their claim for existence security , and claim for the equal right to use and derive

benefit from village land instead.However , under current political structures of the

villages, it' s hard to meet such a leader.Therefore , in the majority of villages , it' s
impossible for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land to guarantee the security of villagers'
existence ind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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